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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和我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对外开放将承载更多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功能，构建“开放引领创新”的经济新体制是广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之策。特别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推进，应针对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特点和“短板”，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第一，通过输血式、造血式和活血式三条路径改善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二，从系统、关联而不是局部、孤立的视角动态审视自主创新能力的三种跃迁路径，并通过贯彻实施五种协同策略（即路径间协同、区域内协同、国内外协同、产学研协同和政企间协同），合理调动有利于创新的内外部因素，以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改善广东省制度环境，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贸易政策、人力资本培育和扶持政策、科技研发政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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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lex global economy and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development, the opening-up will carry the strategic function more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new economic system of “opening leading innovation” is the long-term plan of Guangdong across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romoted in depth,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 board” of Guangdo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we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two jobs: firs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c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path of “Blood Transfusion”, “Hematopoiesis” & “Blood Circulation”. Second, examining three path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from the system and association, the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ve kinds of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to adjus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od factors to innovation in order to fully exer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system,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human capital and trade policy, science & technology R&D policy and FDI policy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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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创新格局下广东的责任与趋势
1.1  大省担当：全力助推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将在2020~2035年（第一阶段）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愿景。从《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40个国家的横向评价与比较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已形成由“三大集团”组成且较为稳定的国际创新格局，其中，第一集团被誉为“创新型国家”，其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前15位，以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主①；第二集团是指国家创新指数排名第16~30位的国家，主要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和少数新兴经济体，中国2016年排名第17位；第三集团是指国家创新指数排名第30位以后，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的评价数据表明，全球第一集团包括美洲1席，美国；亚洲4席，分别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欧洲10席，分别为瑞士、丹麦、瑞典、德国、荷兰、英国、芬兰、法国、奥地利和挪威。美国凭借其领先的创新资源和显著的创新绩效，在国际创新格局中稳居领头羊地位。
从全国情况来看，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组成的国内区域创新格局已基本形成。按照《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6）》，可划分为 “三大方阵”，31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除外）第1~10名为第一方阵，第11~20名为第二方阵，第21~31位第三方阵，2016年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效用值表明：第一方阵10个区域除了安徽、陕西和重庆之外，江苏、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天津均是来自三大经济圈的省级区域，其中，华东地区占5席，华北占2席，华南占1席，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占1席。西南、西北、东北大部分省份都位列第三方阵。

2015年，全国专利申请授权数为1 596 977件，其中“第一方阵”的10个地区为1 147 849件，占全国专利申请授权数的比重为71.88%；2015年，全国研发投入总额为14 169.88亿元，其中“第一方阵”的10个地区为合计投入9 940.04亿元，占全国研发投入总额的比重为70.15%。由此可见，全国“第一方阵”的10个地区将是助推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力量。而广东已多年成为“第一方阵”成员，在中国全力冲刺迈进世界“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理应承担应有的大省责任。

1.2  顺势而为：构建“开放引领创新”的经济新体制

开放与创新的关系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关键性作用。2015年，《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办法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科技大学时提到，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需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整合全球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当前阶段我国要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略，还要在开放中同步推进关键性技术自主创新。
广东一直非常重视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凭借良好的区位、资源和要素优势，深圳、广州已成长为全国“创新型城市”，2005年就已出台《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毋庸置疑，开放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省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战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深度实施、2016年对《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的修改决定和《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年）》获批，到2020年，珠三角将形成“1+1+7”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新格局，基本建成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创业中心，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因此，继续依托并更好地发挥广东外向型经济优势，并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谋思路，实现开放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融合发展，才是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寻找广东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之策。换言之，开放与创新在关联交互中推动着经济发展，从系统、融合而不是局部、分立的视角重新构建“开放引领创新”的经济新体制，可以为廓清自主创新能力的增长路径提供依据。

2  文献综述
国外知识资本溢出和国内知识资本投入是影响TFP增长的重要源头（Keller，2004[1]；程惠芳和陈超，2017[2]），换言之，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是知识资本影响TFP增长的重要渠道或载体。
2.1  国际贸易中的知识资本溢出

其中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传导渠道，国外的研发通过进口传导机制影响进口国的TFP，并且随着进口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影响程度越深（Grossman & Helpman，1991[3]；邱爱莲等，2016[4]）。而出口贸易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企业接触国际市场接受技术和知识溢出、国际化标准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进而促进本国TFP的提升（Helpman & Krugman，1985[5]；许统生等，2016[6]）。且出口技术复杂度对TFP有着显著的正效应，该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样本高于在发达国家样本（陆云航，2017）[7]。

2.2  国际直接投资的知识资本溢出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IFDI）被认为是通过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之一（Pesheva & Vasilev，2017）[8]。 IFDI企业主要通过与本地企业建立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前后向关联，对本地企业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IFDI，这种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明显（Liao et al.，2012[9]；陈超凡，2016[10]）。基于保加利亚的实证结果表明，IFDI对TFP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很容易影响政策制定者对IFDI及其效果的看法（Pesheva & Vasilev，2017）[8]。外资风险投资也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提高TFP（陈鑫等，2017）[11]。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动机是通过对R&D密集产业投资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而促进本国的TFP增长（Kogut & Chang，1991[12]；叶娇和赵云鹏，2016[13]）。OFDI对母国TFP的影响显著存在是基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TFP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 显著促进了TFP 增长（郑强，2017）[14]。

2.3  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

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和TFP的动力源泉，一是通过决定一国技术创新能力直接对TFP产生影响（Wei & Hao，2011）[15]；二是直接影响本国（地区）对国外研发成果的学习和模仿能力（Nelson & Phelps，1966[16]；孙旭，2016[17]），技术吸收过程也是经济增长和TFP提升的重要源泉（朱军，2017）[18]。

2.4  研发资本的作用机理

研发资本投入能够创造和积累知识，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创新的核心资本，从而成为提高TFP的重要途径（Dhehibi et al.，2014[19]；Chebil et al.，2016[20]；张德茗和吴浩，2016[21]）。但不同的R&D资本投入对TFP产生的影响不一样，如工业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等不同执行部门R&D投入对TFP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王晓娆和李红阳，2017）[22]。
TFP增长是历时性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强烈推进，以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精准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急切要求理论研究的新拓展。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空间：TFP增长路径研究主要局限于把西方增长理论作为理想的“标尺”来衡量中国TFP增长实践，进而开出医治中国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药方”，未能充分关注本土化研究，如制度环境、区域特征、案例研究等与TFP增长路径的协同演化关系。
3  广东自主创新能力评价及特点
3.1  纵向比对：创新能力的历史高点有待突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想全面了解我省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从纵向、横向及其省内21个地级市进行比对，本部分从区域创新能力（RIC综合值）、专利申请受理量、专利申请授权量、科技成果奖等指标进行多视角评价，以归纳特点和发现“短板”。

第一，区域创新能力。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自2001年开始编著《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至今已有16年。从广东过去14年区域创新能力时间序列表现来看，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54.88，随后5年均未突破这一水平。从RIC综合值的五个构成要素来看，知识创造在2010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48.92，知识获取在2011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49.06，企业创新在2016年突破2008年的历史高点（60.61）创历史新高64.75，创新环境在2010年为历史最高水平55.10，而创新绩效在2009年为历史最好水平72.61。

第二，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我省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在最近10几年一直处于双双总量上升趋势，2015年专利申请授权量为35.59万件，同比增长27.84%，授权量为24.12万件，同比增长34.00%，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受理量的比重为67.76%，这一比重在2010年创下历史高位78.05%，随后5年没有突破这一比重。而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的结构来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专利总量中占了绝大部分，发明专利比重最近几年虽然有所增长，但仍然处于劣势地位。2015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比重之和为70.80%，专利申请授权量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比重之和为86.12%。

第三，全省科技奖励成果。2016年，全省科技奖励成果总量合计为272项，其中，国家级科技奖励成果为33项，占12.13%；省级科技奖励成果为239项，占87.87%，省级科技奖励成果占绝对比重。我省国家级科技奖励成果还有待于提高，2016年33项国家级科技奖励成果中，国家发明奖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3项，整体结构水平还有待于改善和提高。

表1  广东省2003~2015年科技成果奖情况  （单位：项）
	年份
	国家级科技奖励成果
	国家发明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
	省级科技奖励成果

	2003
	14
	2
	0
	12
	268

	2004
	21
	1
	0
	20
	270

	2005
	15
	1
	1
	13
	288

	2006
	19
	1
	2
	16
	288

	2007
	29
	2
	3
	24
	291

	2008
	30
	1
	4
	25
	289

	2009
	26
	1
	2
	23
	271

	2010
	36
	2
	1
	33
	260

	2011
	34
	5
	3
	23
	272

	2012
	26
	5
	3
	18
	280

	2013
	28
	10
	4
	14
	262

	2014
	46
	12
	2
	31
	249

	2015
	32
	5
	5
	22
	237

	2016
	33
	6
	4
	23
	239


数据来源：《广东科技年鉴》。

3.2  横向比对：创新能力连续九年居全国第二

本节选择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区域创新能力、各区域专利申请受理数和专利省情授权数进行横向比较。

第一，区域创新能力。2016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RIC）综合值得分53.62分，同比增长1.73%，在全国综合排名第二，仅次于江苏省，且区域创新能力综合值得分已连续9年（2008~2016年）居全国第二，在全国区域创新格局中稳居于“第一方阵”靠前的位置。

第二，专利申请受理数。2015年，全国专利申请受理数为2 639 446件，其中，发明968 251件，占36.68%，实用新型1 119 714件，占42.42%，外观设计551 481件，占20.89%。2015年，广东省专利申请受理数355 939件，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名列第二，占全国专利申请受理数的13.49%。其中，发明103 941件，全国区域排名第二，占全国发明的10.74%；实用新型135 717件，全国区域排名第三，占全国实用新型的12.12%；外观设计116 281件，全国区域排名第二，占全国外观设计的21.09%。

第三，专利申请授权数。2015年，全国专利申请授权数为1 596 977件，其中，发明263 436件，占16.50%，实用新型868 734件，占54.40%，外观设计464 807件，占29.11%。2015年，广东省专利申请授权数241 176件，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名列第二，占全国专利申请授权数的15.10%。其中，发明33 477件，全国区域排名第三，占全国发明的12.71%；实用新型105 254件，全国区域排名第三，占全国实用新型的12.12%；外观设计102 445件，全国区域排名第一，占全国外观设计的22.04%。

3.3  省内比对：珠三角地区是自主创新集聚地

2015年，珠三角9市专利申请受理数为319 157件，同比增长28.27%，占当年全省专利申请受理数的89.67%；专利申请授权数为213 200件，同比增长33.85%，占当年全省专利申请授权数的88.40%。因此，广东省内21个地级市已经形成稳定的创新格局，即珠三角地区9个地级市已经成为广东自主创新的集聚地，而且深圳和广州已经成为全国“创新型城市”。相反，粤东西北地区12个地级市表现偏差，但2015年汕头表现“出彩”，当年专利申请受理数为9 827件，在广东省当年排名第八，专利申请授权数为7 651件，在全省当面排名第七，专利申请授权数占受理数的比重为77.86%，这一比重在全省排名第五。

综上所述，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处于全国前列，近10多年来在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第一方阵”所处的位置也非常稳固，但是在世界创新格局中，广东省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破坏性”创新科技偏少，科技创新贡献率仍然偏低，提升我省自主创新能力任重而道远。说到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要“补短板”，主要表现在：（1）创新潜力偏低。虽然我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排名全国第二，如果把区域创新能力划分为实力、效率和潜力，我省2016年创新实力全国区域排第2名，创新效率全国区域排第五名，而创新潜力在全国区域排第25名。（2）专利结构性问题突出。专利申请量授权数在受理数中的比例过低；而且在三种专利的受理数和授权数中，发明专利严重偏少，专利申请受理数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之和每年基本占比在70%以上，专利申请授权数这一比重更高，每年高于80%。（3）地理空间结构性问题突出。珠三角和粤东西北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不均衡，珠三角地区是广东主要创新的来源和集聚地。
4  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跃迁路径
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难以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提下，“二次创新”仍然是提升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举措②。本课题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路径归纳为“输血式”路径、“造血式”路径和“活血式”路径。
4.1  “输血式”路径：充分激发开放发展的“溢出效应”

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成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外源动力（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23]，也是开放战略下提升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输血式”路径。
4.1.1  稳定出口总量并优化出口结构

虽然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衰退风险仍然存在，但最近几年广东的出口额表现比较稳定。2016年，全省出口额为39 455.07亿元，同比下降1.55%；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为26 798.98亿元，同比下降1.7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14 095.43亿元，同比下降2.68%，相比之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下降幅度更大。2016年，全省出口额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所占比重为35.73%，2015年这一比重为36.14%，出现了小幅下降。2016年，全省出口额中机电产品出口额所占比重为67.92%，2015年这一比重为68.07%，也出现了小幅下降。

国际经验表明：出口有助于企业提高产品标准和学习能力，增加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有助于改善创新能力和提升创新水平。第一，巨大的国际市场促使出口企业具有扩大生产规模的动力，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更愿意增加科技投入（Helpman & Krugman，1985）[5]；第二，巨大的国际市场意味着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出口企业只有致力于技术改进和提高产品标准，才能在国际市场生存（赖明勇等，2004）[24]；第三，在国际市场上，企业能够接触到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从而产生一定的学习效应（Grossman & Helpman，1991）[3]。要想进一步发挥出口在广东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构建出口助推创新的体制机制，理顺出口和创新的关系，实现我省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具体做法是：在保持出口额、机电产品出口额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稳步增长之余，应该提高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在全省出口额中的比重。
4.1.2  稳定进口总量并优化进口结构

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影响，近年来广东的进口额出现持续下降趋势。2016年，全省进口额为23 574.40亿元，同比下降0.22%；其中，机电产品进口额为15 911.88亿元，同比增长2.64%；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12 520.11亿元，同比增长4.00%，相比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增幅更大。2016年，全省进口额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所占比重为53.11%，2015年这一比重为50.95%，增幅高2.16个百分点。2016年，全省进口额中机电产品进口额所占比重为67.50%，2015年这一比重为65.62%，增幅高1.88个百分点。
国际经验亦表明：进口贸易会影响进口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增加进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有助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其途径主要有两类：其一，高技术资本品进入本地市场将对本地企业带来新技术（Coe & Helpman，1995）[25]；其二，高技术产品的进入对本地企业构成竞争关系，将迫使本地企业加大产品研发力度（Kim et al., 2009）[26]。进口是一国或地区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特别是通过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进口地不仅获得了嵌有先进技术的产品，而且也增加了获取先进技术的机会，进而推动进口地创新水平的提高。而且，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需要本地区具有较好的技术吸收能力。要想发挥广东进口贸易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我省进口贸易的转型升级。具体做法是：在保持进口额、机电产品进口额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稳步增长之余，应该提高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在全省进口额中的比重。

4.1.3  提高IFDI质量并加强投资方向引导

2016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IFDI）额为2 334 900万美元，同比下降13.12%；其中，制造业吸引IFDI额为577 600万美元，同比下降43.7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吸引IFDI额为341 100万美元，同比增长402.53%，相比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吸引IFDI额大幅增长。2016年，全省外商直接投资（IFDI）额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为24.74%，2015年这一比重为38.24%，增幅下降13.50个百分点。2016年，全省外商直接投资（IFDI）额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所占比重为14.61%，2015年这一比重为2.53%，增幅提高12.08个百分点。
国际经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合作视角下，强化外商直接投资（IFDI）引进质量，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其一，本地企业对于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和经验的学习和模仿（Kinoshita，2000）[27]；其二，本地企业与IFDI企业建立一种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前后向关联，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IFDI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明显（Thompson，2002）[28]；其三，IFDI企业对本地企业构成竞争关系迫使本地企业更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升级（Bayoumi et al.，1999）[29]。具体做法是：广东省未来在引进和利用IFDI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外资的质量，减少“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等低质量外资引进。此外在提高IFDI绝对量的同时，还应该基于《中国制造2025》战略部署，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先机，注重把外资向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领域引导。

4.1.4  鼓励“走出去”竞争并规避投资风险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度实施，广东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现逐年增长趋势，2016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06.84亿美元③，同比大幅增长94.31%。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从国内不同地区投资状况来看，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参与中国海外并购活动的主体主要来自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2015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686.50亿美元，位列中国2015年分省份OFDI额第一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民营企业投资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见表2）。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般对地区经济环境、开放程度、技术水平和金融约束的敏感性更高。此外，相对于国有企业，广东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更强。
国际经验亦表明：OFDI对行业、空间和方式的适当选择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其一，OFDI的重要动机是通过对R&D密集产业投资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而促进本国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增长（Kogut & Chang，1991[12]；揭水晶等，2013[30]）；其二，通过学习效应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周怀峰和曾晓花；2010）[12]；其三，OFDI进入国外市场所带来的国际标准、市场竞争压力等促使本地企业更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升级（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23]。具体做法是：在“一带一路”和“创新驱动发展”双轮战略驱动下，广东省未来在“走出去”对外投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投资行业、地域和投资方式选择。

表2  2003~2015年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前5名的省份

	排名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省份
	规模（亿美元）
	省份
	规模（亿美元）

	1
	广东
	161.4
	北京
	1 449.6

	2
	浙江
	144.6
	上海
	203.4

	3
	北京
	136.9
	湖北
	92.5

	4
	江苏
	130.2
	安徽
	85.7

	5
	山东
	100.0
	广东
	83.0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P230。

4.2  “造血式”路径：充分激发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

开放战略下提升广东省自主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造血式”路径，如提高研发（R&D）能力和培育人力资本（Cohen ＆ Levinthal，1989[31]；龙建辉，2017[32]）。

4.2.1  提高研发强度并优化研发结构

创新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驱动力，而新产品和新工艺等创新成果主要来源于研发活动，是研发效率的直接反映，也可以直接反映出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的函数转换关系（李晓钟和王倩倩，2014）[33]。

第一，对标研发强国，大力提高R&D投入强度。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6年）》和《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年）》的数据，2015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为2.07%，但与世界“第一集团”的创新型国家特别是R&D经费投入强度长期处于世界较高水平的韩国（4.29%）和以色列（4.11%）相比，差距明显。2015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2.79%、3.49%和2.94%。广东省2015年R&D经费投入强度为2.47%，虽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与世界大部分“创新性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

2015年我省R&D经费投入总量1 798.17亿元，珠三角9市的R&D经费投入合计1 704.36亿元，占全省R&D经费投入总量的94.78%，在全省研发投入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因此，在珠三角设立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这个道理。

第二，优化R&D经费结构，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结构中基础研究投资偏低，这是导致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重要原因，而其根源在于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资源过度财政化下的研发资金错配（成力为和郭园园，2017）[34]。从产业发展规律看，广东省的研发投资结构明显失衡，过去15年的数据均表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投资占比严重偏低，2015年，基础研究研发经费支出仅占3.01%，应用研究占9.18%，试验发展占87.81%，绝大部分研发经费投入在试验发展上了，这也正是我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增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2015年，广东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569.55亿元，同比增长107.61%，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4.44%，这一比重在当年全国名列第二，但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排第一位的是北京，比重为5.02%，上海仅次于广东排名第三，比重为4.39%，江苏为3.98%，排名第四，浙江为3.77%，排名第五。2015年，省直单位和珠三角9市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为531.86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的93.38%。可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珠三角地区同样表现更为突出。深圳仍然是全省的“领头羊”，2015年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为214.32亿元，广州以88.67亿元排第二位。
4.2.2  培育人力资本并优化人才结构

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而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核心要素之一。第一，人力资本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会直接促进创新能力增长（Wei & Hao，2011）[15];第二，人力资本通过对国外研发成果的学习和模仿提升创新能力（Nelson & Phelps，1966）[16]。当前广东的人力资本还相对缺乏，主要表现在：

第一，6岁及以上人口中本科以上学历比重偏低。2015年，本科以上学历比重全国平均水平为6.51%，有14个地区这一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北京这一比重为28.84%，全国排名第一，上海为17.05%，全国排名第二，天津为12.92%，全国排名第三。而广东这一比重为5.0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名列第23位。
第二，R&D人员中高学历人才比例偏低。2015年，全国研发R&D人员总计548.25万人，其中硕士以上人员的比例占21.29%。有17个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西藏R&D人员0.21万人，其中硕士以上人员比例为45.27%，名列第一；北京R&D人员35.07万人，硕士以上人员比例为45.04%，名列第二；吉林R&D人员为8.09万人，硕士以上人员比例为39.17%，名列第三。而广东R&D人员68.02万人，总数仅次于江苏的69.96万人，但硕士以上人员比例仅为18.80%，这一比例在全国排第21位。

第三，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比例偏高，中小企业R&D人员匮乏。2015年，全国研发R&D人员总计548.25万人，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占66.50%，这一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1个地区，浙江以82.24%名列第一，江苏以81.64%名列第二，山东以79.29%名列第三，广东以78.55%的比例名列全国第四。有意思的是，北京以20.76%的比例名列全国第30位；上海以51.39%的比例名列全国第20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地区，民营型中小企业较多，创新能力主要来源于大企业；而北京、上海以中关村和张江为代表的科创型企业较多，因此创新能力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分布比较均衡。

4.3  “活血式”路径：充分激发制度环境的“粘合效应”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广东未来开放发展应更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建议政府在全球化大生产和全球价值链合作中通过市场确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广东经济，为全省企业提供合适的制度环境（林毅夫，2014）[35]。开放战略下提升我省自主创新能力的“输血式”路径和“造血式”路径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环境，本研究把政府营造的制度环境（如市场化进程、政府与市场关系、法律环境等）称之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活血式”路径。完善制度环境有利于一国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在早起阶段都是通过模仿，但制度环境建设在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也非常重要（王华，2011）[36]。

4.3.1  纵向比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改善制度环境无极限

数据来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由于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复杂性，该报告2017年仅公布了2008~2014年的数据，滞后了2年。但制度环境2年之内也不太可能有非常大的波动，基本能反映制度环境的历史表现与现状。2008~2014年，广东的市场化进程呈“稳中向好”趋势，2014年广东的得分是9.35分，同比增长7.59%，比2008年提高了1.84分，增长24.50%。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出现小幅波动，2014年广东的得分是8.47分，同比增长8.04%，比2008年提高了0.47分，增长5.88%。在“法律环境”方面，2014年广东的得分是12.15分，同比增长25.91%，比2008年提高了5.89分，增长94.09%。

4.3.2  横向比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找出法律环境“短板”

2008-2014年，广东的市场化总体进展始终处于全国比较前列的位置，市场化进程总体排名较为稳定，除2012年排第5位和2013年排第6位之外，其他年份均排在全国第4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浙江、上海和江苏。在市场化的其中两个分项指数来看，“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2008年全国排名还是第9位，2014年上升为全国第2位，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在该方面评分都有所下降的前提下，广东该项评分的上升是罕见的，说明我省政府对市场、对企业的干预在不断减少，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法律环境”指数2008年全国排名第5位，2014年评分为12.15分，仍然排在第5位，但与第一名的浙江16.19分差距较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强化专利保护意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是广东未来工作的重点。
5  提升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协同策略

开放战略与创新驱动战略是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的两个动力源。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和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鼓励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大力倡导在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即二次创新。以珠三角城市群为基点，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契机寻求国内外的技术合作与交流，激发三种路径的互补效应，进而实现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5.1  路径间协同：发挥路径之间的互补作用

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创新能力具有溢出或者“逆向”溢出效应；研发（R&D）和人力资本具备“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的双重特征，能够为国际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或者“逆向”溢出进行消化吸收；而制度环境能够为上述六大“创新源”提供了健康的生存土壤。因此，尽全力发挥“输血式”路径、“造血式”路径和“活血式”路径之间协同效应是我省未来的重要工作内容。
5.2  区域内协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珠三角9市和港澳地区GDP的总量约8.79万亿元人民币，以不到全国0.6%的土地和不到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3%的经济总量。然而，相比于旧金山、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湾区，粤港澳处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粤港澳大湾区是两种制度，涉及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文化、法律、空间、产业等方面存在天然“基因”差异，湾区内部未能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否实现三地创新资源的真正整合，进而实现协同发展，是未来湾区管理面临一大考验。因此，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广东经济、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和创新增长极，不仅需要强化香港、深圳和广州龙头城市地位，还需要培育和扶持一批引领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因此，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化产业的错位发展与合理布局，增强公共政策的对接与交互，整合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促进要素（特别是高端人才）在湾区内自由流动。

5.3  国内外协同：探索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

广东制造业要想摆脱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的困境，当下应该抢抓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战略先机。首先，跳出发达国家对广东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自贸示范区等“开放发展”战略无疑是广东走出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的契机，融入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整合全球要素和资源，搭建全球技术平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创新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推动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过渡，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型。其次，融入并适应新的国际分工体系。近年来，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深度变化，国际分工范畴正在扩大，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进而演化为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形成。相同产业不同产品、相同产品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层次性分工越来越显著。广东应该主动融入这种国际分工体系并抢占先机。

5.4  产学研协同：建立适应需求的对接机制

广东近年来创新绩效显著，区域创新能力（RIC）和专利申请受理数（授权数）逐年增长，在国家的地位稳步攀升，但科技和市场缺乏交互与协同，“两张皮”现象较为突出。一方面我省在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汽车发动机、液晶面板等基础性行业的核心技术仍然依赖国外。另一方面大学（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长期偏低。核心技术缺乏与成果转化率低的“怪象”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的产学研互动和对接机制。解决该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于：一方面，需要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搭建创新主体交流与对接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另一方面，需要构建科学创新先导机制，预测未来若干年的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适应科技创新先于产业发展的战略要求（何郁冰，2012）[37]。美国硅谷的成功，不仅在于形成了多个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网络，还在于其科技创新成果的战略先导性。
5.5  政企间协同：优化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
虽然近年来广东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有了很大的改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效果越来越明显，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塑造良好创新环境方面没事可做，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应该根据各自的“边界”发挥作用。如政府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应该有所权衡和考量：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能太低，以保障知识的“专属性”和知识所有者的创新回报，激发研发者的创新积极性和动力；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能太高，避免赋予专利所有者太强的垄断势力，进而造成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失衡（王华，2011）[36]。此外，政府应通过资助研发活动、建设公共创新和信息平台、完善融资和中间服务市场体系等措施促进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
①为什么只选择了40个国家进行横向评价？为什么说前15个国家是第一集团，属于创新型国家？因为这40个国家的研发投入总额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95%，只要对这40个国家进行横向评价就能够说明问题了。把前15个国家列为第一集团，称其为创新型国家，是根据研究得出的经验性结论。课题组认真研究了国际上主要指标体系的排名，发现大约有15个国家总能排在各种创新能力排行榜的前20名，因此把排名前15的国家列为第一集团，称其为创新型国家。（中国工控网：解读《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网址：http://www.gkong.com）

②自主创新的类型可以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即二次创新）三种。
③此处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省的对外实际投资，而非我省核准境外投资新增中方协议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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